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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控制、制度环境与社会责任选择性参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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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中国 2010—2019年上市家族企业的数据，本文对于家族企业会如何选择性对待员工和社区利益相关者进行研

究，并关注在不同制度压力情境下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的选择性参与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家族控制权的提

升，家族企业会选择承担更多外部社区责任，减少内部员工责任投入。此外，不同的制度压力对于家族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约

束效果存在差异，具体表现为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既可弱化家族控制对员工责任的负向影响亦可强化其对社区责任的正向影

响，媒体监督和儒家文化作为非正式制度压力，前者主要通过约束监督弱化家族控制与员工责任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后者则是

通过激励熏陶强化家族控制与社区责任的正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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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以来，私营经济蓬勃发展，兼具家族治理与企业治理性质的家族企业成为私营企业的

一种主要形式。当前，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根本路径，而高质量发

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家族企业应当将自身成长发展战略与国家大政方针相融合，在弘扬家族自身使命

和精神的同时亦担当起国家历史使命，积极履行承担社会责任，推动社会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助力实现

共同富裕。

近年来，不少研究发现家族企业受保存所在家族的情感禀赋动机驱动，会采取一系列亲社会实践行动，

比如呼吁积极的环保政策（Berrone et al，2010）、慈善捐赠和社区参与（陈凌和陈华丽，2014；Campopiano et al，
2014）及减少裁员（Kim et al，2019）。然而，现有研究聚焦于讨论企业社会责任的单个维度（Kim，2019；陈凌

和陈华丽，2014；朱丽娜和高皓，2020），却忽视了社会责任是是一个多维的概念。Cruz et al（2014）和 Zientara
（2017）指出家族企业对于内外部相关方承担责任的行为逻辑并不相同。因此有必要对家族企业如何选择性

对待不同的利益相关者进行进一步观察。较多研究表明，家族企业倾向于积极参与慈善捐赠活动（陈凌和陈

华丽，2014；Campopiano et al，2014），而对于内部员工家族企业是选择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或者存在“好人也

做坏事”的情形，对此学者们的结论并不一致：家族成员为维持内部团结及减少裁员负面影响（Kim，2019）从

而表现出较低的解雇员工倾向，亦有可能会因为“裙带关系”和任人唯亲而消极对待员工（Cruz et al，2014）。

另外，由于家族受制度和文化影响较深远，制度环境如何影响家族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成为近年来热点问题

（Soleimanof et al，2018）。现有研究从国家社会责任标准、国家治理导向等正式制度（Cruz et al，2014；Labelle
et al，2018），以及行业标准、媒体关注、儒家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徐莉萍等，2011；徐细雄等，2020）入手考察了

制度环境如何影响家族企业慈善或环境责任承担，但研究成果方面尚存在以下不足：一方面，大部分研究关

注某种正式制度或非正式制度对家族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并没有整体考虑不同类型的制度在影响家

族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差异（Soleimanof et al，2018）；另一方面，现有研究过于关注制度环境对家族企业慈善

责任或环境责任的影响，忽略了对员工责任的关注。

针对以上研究不足，本文从社会情感财富的视角切入，探讨家族企业控制权的提升对于家族企业对待员

工和社区两个利益相关者的态度和行为逻辑的影响，并且深入探究家族企业在家族和外部制度交叉的复杂

情境下如何履行员工和社区社会责任，推动家族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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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与假设提出

Gomez-Mejia et al（2007）指出，在做出重大战略决策时，家族企业会希望保留或加强其社会情感财富

（social emotional wealth，SEW），即情感禀赋，通常指家族成员凭借其掌控地位从家族企业获得非经济效用，

具体包括控制、跨代继承、归属感和亲情需要、家族利他等（Berrone et al，2012；朱沆等，2012）。Berrone et al
（2012）将 SEW细分为“FIBER”五个维度：“F”维度代表了家族成员对组织的整体影响，即家族控制和影响是

家族保存 SEW的手段；“I”维度是指家族成员对公司的组织认同感，这通常与家族名称有关（Deephouse 和

Jaskiewicz ，2013）；第三个维度“B”表示企业通过亲属关系和社会资本发展起来的“约束性”社会关系，这些

关系不仅包括家族内部的关系，还包括与各种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如关系密切的员工或“亲如一家”的社区成

员；“E”维度指情感在家族企业中的作用，包括归属感、凝聚力和安全感的情感需求；第五个维度“R”代表通

过跨代继承延续家族纽带，这反映了家族希望保持对企业的多代控制，以及维持家族累积遗产的愿望。本研

究结合 Cennamo et al（2012）提出的社会情感财富-积极的利益相关方参与（SEW-PSE）行为代理模型（李纪珍

等，2018），具体阐述不同维度的社会情感财富作为参考框架对于家族企业不同方面的行为逻辑的影响，阐明

社会情感财富的“双面性”。

（一）家族控制与员工及社区责任的关系
随着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相关研究的拓展，学者们逐渐发现现实中企业对于不同类型利

益相关者的态度并不相同，既可以在某些方面引发社会责任同时忽视其余方面甚至表现为不负责任（邹洁和

武常岐，2015）。此外，家族企业的社会情感财富保存的多维性与其矛盾性影响与此相呼应，使得家族企业的

社会责任选择性参与现象更明显不同于其他类型组织（Cruz et al，2014）。因此，有必要将家族企业内部异质

性与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的不同维度结合起来进行探讨。考虑到员工责任和

社区责任反应了企业如何对待企业内部和外部的人，具有较好的对比性，因而本文选择分析家族控制如何影

响家族企业的员工责任和社区责任（朱斌，2015；叶艳等，2019）。

尽管有研究发现家族企业为保护其情感禀赋会更重视培养、包容关怀员工团队并表现出较低的裁员倾

向（Kim et al，2019），然而也有不少研究表明家族企业也可能表现为自私的组织管家，忽视甚至伤害员工群

体的利益。具体而言，朱斌（2015）通过对第九次民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发现，随着家族涉入的加深，对

员工的社会保险投入反而会出现更低的水平。另外，Neckebrouck et al（2018）对 1996—2014年万余家比利时

私营企业进行研究，其结果表明家族企业并非好的雇主甚至家族参与程度的增加会有害于雇员的就业实践，

例如比非家族企业更低的薪酬水平、更少的员工培训机会及更高的员工自愿离职率及更低的劳动生产率。

究其原因，以社会情感财富为主视角具体对“情感依恋”和“维持家族控制和影响”两个维度进行扩展分析能

够解释家族企业为何会表现为忽视甚至伤害员工利益。

一方面，企业与家族之间边界模糊难以划分，家族对企业产生密切的情感依恋，并且家族成员之间强烈

的情感依赖性导致了“家族利他主义”，即将家族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家族成员彼此互帮互助无私奉献。

但遗憾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无条件信任是有限的，家族企业中利他主义是局部的，这种“人情”往往拘泥于家

族“小圈子”、以亲缘关系为界定标准（邓浩等，2016），而这种基于血缘或亲缘基础上的家族关系网往往具有

排他性，难以超越家族界限对非家族成员呈现广泛利他行为（朱斌，2015）。例如，Singal和 Gerde（2015）发现

由于多样性管理在激发员工创造力的同时会侵蚀内部的亲属关系，家族企业会更少实施多元化管理政策。

强大的家庭关系和家族凝聚力会在家族企业中产生一种排外心理，使得家族成员与非家族成员之间产生对

抗式竞争的氛围，亲疏远近表现得格外明显，从而导致家族将其需求置于非家族利益相关者的需求之上甚至

触发内部斗争（Kellermanns et al，2012）。因此，家族成员之间的“情感依恋”带来的家族利他主义使之更关注

于家族自身的利益而忽视非家族员工的福利，随着家族控制权的提升，这种情感依赖进一步加强（朱沆等，

2012）。

另一方面，家族为保持对企业的控制意愿也会造成家族成员选择性忽视员工权益的现象。家庭控制和

影响与家族传承相结合，为家族成员提供了实现与维持 SEW禀赋相关目标的能力，家族倾向于保留家族所

有者对组织的控制权并将放弃 SEW视为重大损失（Gómez-Mejía et al，2007）。为确保对企业控制权的掌握

把控，家族成员会采取各种策略以占据或扩张其控制权，这将激励家族进行一些谋取自身福利但只会间接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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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非家庭雇员的投资，而支持这些投资所需的资源可能会以包括非家庭员工在内的非家庭利益相关者为代

价。此外，自利的家族成员会选择谨慎地消耗资源而不太可能进行雇员培训投资，家族企业可能不愿意投资

于员工的长期发展或引入外部职业经理人以免威胁到自身对公司的控制权，并且家族对组织管理的有害影

响会随着家族参与程度的增加而增加（Singal和 Gerde，2015；Neckebrouck et al，2018）。上述内容挑战了文献

中普遍存在的“SEW是一种亲社会的积极刺激”的内隐假设并阐述了 SEW的“暗黑面”导致以家族为中心的

行为从而对员工责任产生负面影响（Kellermanns et al，2012）。

基于以上论证，提出以下假设：

家族控制权与员工责任呈负相关关系，即随着家族控制权的提升，员工责任投入水平降低（H1a）。

但 SEW并不总是产生负面影响，“家族成员对企业的认同”维度激励家族企业产生亲社会行为。家族和

企业的相互作用使得家族企业中产生了一种固有的独特身份（Berrone et al，2010），家族成员比非家族成员

更清楚自己在企业中的成员身份和资格，更重视作为家族群体“我们”的归属感并对家族企业投入更多感情。

家族企业所有者的身份通常与组织名称密不可分（Bingham et al，2011）、家族声誉同公司声誉紧密关联，这使

得公司被视为家族本身的延伸并对向外部展示的形象非常敏感。参与慈善捐赠等社区公益责任可以为家族

企业塑造良好外在形象并提高声誉，而良好的声誉使得家族成员能够积极看待企业、有助于提升自身的存在

感和自尊自豪感并加强家族成员对企业的认同感，从而为家族成员提供独有的情感回报和价值（Deephouse
和 Jaskiewicz，2013），也可以增加非家族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信任、为企业积累道德和社会资本，甚至缓冲未

来负面事件的不利影响（Dou et al，2014）。家族成员对获取外界强烈认同感的情感需求会驱动家族企业积

极履行社区责任，随着家族涉入加深，家族与企业之间声誉联系更加紧密，家族成员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更加

强烈。基于以上论证，提出如下假设：

家族控制权与社区责任呈正相关关系，即随着家族控制权的提升，社区责任投入水平提高（H1b）。

（二）制度因素的调节作用
不少研究表明制度压力对于社会责任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于飞和刘明霞，2015；Soleimanof et al，

2018），制度环境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动态影响企业国际竞争力亦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张佳佳和杨蓉，2021）。

制度为组织带来合法性，是决定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关键，而家族保存社会情感财富的前提条件便是企业生存

的持续性，家族企业行为不仅受各类正式规则的约束，也包括非正式社会规范和文化对组织的约束力，

1. 市场化程度的调节作用

先前研究表明家族企业在欠发达和发达的正式制度环境中的行为和结果并不相同（Kim et al，2019），正

式制度的完善程度会影响其战略决策，比如创新投入和 CSR决策等方面（朱沆等，2016）。一般而言，在市场

化程度较低的地区，产品和要素市场发育不够健全，相关的劳动保护法律制度亦不够完善，商品市场上的地

方保护较强，在不透明的市场下家族往往更加倾向依赖于彼此的团结信任关系、相互之间的依赖感较强烈，

在法律和司法执行较弱的环境中家族治理能在一定程度上填补制度空白。此外，不发达的资本市场和薄弱

的产权机制无法保障家族企业通过有效的市场交易来获取所需资源（邹洁和武常岐，2015），家族企业的资源

更多着眼于用以维持企业生存并保持家族控制，这也使得家族企业更加不愿意将有限的资源耗费在承担员

工责任上。

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正式制度愈趋于完善，家族企业随着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成长，市场分配

的经济资源增加，此时的家族企业不再仅仅依赖于家族资源来维持控制。家族企业获取了更充足的专业知

识和组织资源并与各方利益相关者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家族成员之间的情感依恋减轻，家族利他主义不再局

限在家族成员而是开始延伸至非家族利益相关者之中（Cennamo et al，2012）。此外，家族决策者的长期导向

会随着正式制度的完善而加强（朱沆等，2016），并且随着人力资源供应条件得到改善，对人力资本的慷慨投

资被视为管理文化特征之一，家族企业将其作为留住员工和福利承诺的信号用以增强员工的留任和激励

（Neckebrouck et al，2018）。基于上述论点，提出如下假设：

市场化程度可以削弱家族控制与员工责任的负相关关系，市场化程度较低时家族控制对员工责任的负

向影响更强（H2a）。

随着制度环境的完善，制度压力、寻求合法化及与利益相关者建立长期关系的意愿推动家族企业 CSR
行为。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法制逐渐完善、治理机制更加透明高效，市场中介组织发育逐渐健全，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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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期望提高，受社会网络制裁和监督可能性更大，企业更容易受到机构压力的影响。一个企业在其社区中的

嵌入程度越深，它就越有可能对规范性压力制度压力做出反应（Berrone et al，2010），企业积极采取社会责任

倡议并与多方利益相关者进行有效沟通可以提高知名度并塑造良好的形象与身份，从而在市场上建立稳固

的声誉并获得利益相关者的肯定与信任，为家族企业的慈善捐赠等 CSR实践带来更高的自豪感与认同感。

通过这样的方式影响社会观念使企业行为合法化从而被认为是“良好的企业公民”并证明其持续存在是正当

的。市场化程度的作用与家族成员追求认同感的正向作用相重叠，促使家族企业更愿意进行社区投资。基

于上述论证，提出如下假设：

市场化程度会强化家族控制与社区责任的正相关关系，市场化程度较高时家族控制对社区责任的正向

影响更强（H2b）。

除了正式制度对家族企业的 CSR影响外，非正式制度对于家族企业行为的约束和影响也非常重要。规

范和认知等来自非正式制度方面的压力会鼓励家族企业改变甚至重新定义其指导性价值观（Soleimanof
et al，2018），以下内容将从媒体监督和儒家文化两方面作为非正式制度的社会认知规范和文化因素代理变

量对于家族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影响展开分析。

2. 媒体监督的调节作用

作为一种重要的法律外监督工具，媒体对企业活动有着重要影响。当公司受媒体监督力度较弱时，家族

企业受公众关注较少，家族成员之间的“搭便车”和任人唯亲等行为不易被曝光，家族成员之间的“情感依恋”

带来的家族利他主义使之更关注于家族自身的利益而忽视非家族员工的福利，并且更依赖于家族成员彼此

之间的关系资源。媒体将组织行为的社会影响传达给社会中的特定利益群体和整个社会（Nekhili et al，
2017），随着媒体监督力度的加强，劳资冲突等问题丑闻的曝光可能性增加，其不当行为易造成合法性危机，

CSR丑闻的曝出使得公众对家族企业报告中传达的其余 CSR信息可信度和选择性披露有所怀疑（Panwar
et al，2014），深度的媒体负面报道会引起强烈的市场反应进而影响家族企业获取生存资源的能力（黄辉，

2013），家族企业在面对充分的媒体关注和监督下自身行为受到更多约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家族成员过度

攫取资源和苛待员工的可能性。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媒体监督力度可以削弱家族控制与员工责任的负相关关系，媒体监督力度较弱时家族控制对员工责任

的负向影响更强（H3a）。

此外，媒体监督对于“家族成员对企业的认同”维度有着较强大的影响。当家族企业所受媒体监督较弱

时，家族企业将自身资源用以无偿帮助社区建设此类好人好事的溢价并不高，外界感知水平较低、公众难以

认知到家族企业的示好行为，从而难以为家族成员带来自豪感和认同感。随着媒体监督力度的加强，CSR沟

通的有效性得到提升，帮助家族企业更经常地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建立和保持牢固的联系，积极的媒体报道帮

助家族企业回应公众并进行信息管理从而对资本市场有积极影响（Nekhili et al，2017），家族企业积极推进社

区责任的行为也会得到大力宣扬和褒奖并为其维持良好正面的社会形象（徐莉萍等，2011），家族形象与企业

形象紧密相连，家族成员的认同感得到满足，进而参与更多社区责任。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媒体监督会强化家族控制与社区责任的正相关关系，媒体监督力度较强时家族控制对社区责任的正向

影响更强（H3b）。

3. 儒家文化的调节作用

市场化程度和媒体监督作为外部正式规制和非正式规范压力牵动家族企业的社会情感财富需求进而影

响其 CSR行为，儒家文化水平作为一种文化因素对家族企业的价值观和情感认知产生显著影响。家族企业

的组织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家族价值观和企业价值观的潜在一致性定位共同创造的，比如家族成员的

基督教宗教身份、华人家族企业身份和全球 CSR认同驱使等多种来源支撑家族企业的组织认同和价值观，

文化和价值观的兴起、演变和表达影响到其关心利益相关者和 CSR等伦理行为（Dieleman和 Koning，2019）。

儒家文化作为非正式制度的重要社会文化环境因素潜移默化塑造着中国人的伦理核心价值观，对其思

想和行为都产生重要引导意义。儒家学说最早由孔子创建，后经由孟子和荀子等人发展传扬逐渐形成完整

的思想体系，“仁、义、礼、智、信”五常贯穿于中华伦理发展之中，并以“仁”为核心推行仁义仁爱、先义后利等

思想（徐细雄等，2020）。

家族企业文化与当地文化有着独特的密切关系，当家族企业所处地区儒家文化水平较低时，家族所受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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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文化熏陶感染较少，家族成员基于血缘关系的宗族观念较强，其亲属参与公司治理的涉入程度越高（潘越

等，2019），家族成员之间的情感依恋较强从而不会愿意将资源耗费在非家族员工身上。当家族企业所处地

区儒家文化水平较高时，家族成员的价值观更多受“仁者爱人”等儒家文化所熏陶感染，家族企业中的伦理氛

围更多呈现的是高度的信任与和谐（Duh et al，2010），此时利他主义不仅仅局限在家族成员相互之间，而会

延伸到关怀普通员工。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儒家文化可以削弱家族控制与员工责任的负相关关系，地区儒家文化水平较低时家族控制对员工责任

的负向影响更强（H4a）。

在儒家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家族企业通过承担社区责任等行为可以为自身获得更多的认同感和自豪

感。儒家文化可以从“仁者爱人”的仁爱观念、“先义后利”的义利观和“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等多方面熏陶

企业的利他思想并推动其参与慈善捐赠等社区活动（徐细雄等，2020）。当家族企业所在地区大众受儒家文

化熏陶较多时，会更加懂得推己及人并以支持社区建设为己任，家族成员自身主动参与道德公益活动的愿望

会更强烈，一方面，家族成员本身可以获得遵循“仁爱”准则的自尊感和满足感；另一方面，同受儒家文化长期

熏陶的当地居民也会更易感知赞赏到家族企业的友好行为，参与社区责任作为“造福乡里”帮助巩固乡邻间

的友好关系并为家族塑造展示其仁义的外在形象，为家族成员带来强烈的认同感和满足感。基于以上内容，

提出假设：

儒家文化会强化家族控制与社区责任的正相关关系，地区儒家文化水平较高时家族控制对社区责任的

正向影响更强（H4b）。

三、样本来源与数据说明

（一）数据来源
本文原始样本来自国泰安数据库中 2010—2019年沪深股市的 A股上市公司，剔除了金融保险行业及观

测值缺失的样本，并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双侧 1%缩尾。本文所指家族企业范围界定如下所述：企业的实际

控制人可追溯至自然人或其所在家族；企业的第一大股东直接或间接是该实际控制人；实际控制人所拥有的

上市公司控制权比例不低于 10%；在不包括实际控制人的情况下还至少有亲属关系的家族成员持股/管理/
控制该企业。在同时满足上述四个条件的情况下，综合考虑多层次的家族涉入标准进行考虑，包括所有权、

控制权和管理涉入，较为全面地明晰了家族企业的内涵。以上述家族企业定义为标准筛选出家族企业作为

基础样本库，最终样本公司数量为 1715家，包含 8672个样本观测值。

除国泰安数据库提供的企业基本属性和财务数据外，员工责任和社区责任评分来源于和讯网社会责任

数据库。和讯网自 2010年起根据企业公布的 CSR报告和年报从股东责任、员工责任、供应商客户及消费者

权益责任、环境责任及社区责任对沪深 A股上市公司进行评价打分从而形成中国 A股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

任评价报告数据库。此外，市场化程度数据选取自王小鲁等（2021）《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以刻画正

式制度环境发育程度（陈凌和王昊，2013；朱沆等，2016），媒体监督数据通过新闻搜索引擎百度新闻对标题中

含有该公司股票名称的新闻报道进行分年度搜索（贾兴平和刘益，2014），所在地区儒家文化水平数据是根据

Ji et al（2021）文献手工收集计算而来。

（二）变量测量
试图研究家族控制与员工责任及社区责任的不同关系，并引入市场化程度、媒体监督和儒家文化这三个

权变因素分析制度层面影响因素对于家族企业行为的影响，以下内容将具体对每个变量的测量方法进行详

细介绍。

1. 被解释变量

包含两个被解释变量，即员工责任和社区责任。其中，员工责任（EMR）指的是和讯网 CSR评价报告数

据库围绕职工人均收入、员工培训、安全检查、安全培训、慰问意识、慰问人次和慰问金七个项目对上市公司

员工责任水平进行评价打分；社区责任（CMR）指的是从企业的公益捐赠金额和承担纳税义务对当地经济的

促进作用两个项目对上市公司形成的社会贡献价值进行打分。

2. 解释变量

根据家族企业相关文献，本文中所指的家族企业定义如下：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可追溯至自然人或其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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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企业的第一大股东直接或间接是该实际控制人；实际控制人所拥有的上市公司控制权比例不低于

10%；在不包括实际控制人的情况下还至少有亲属关系的家族成员持股/管理/控制该企业。在同时满足上述

四个条件的情况下，综合考虑多层次的家族涉入标准进行考虑，包括所有权、控制权和管理涉入，较为全面地

明晰了家族企业的内涵。以家族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比例（FC）作为解释变量进行研究

（Labelle et al，2018）。

3. 调节变量

市场化程度（Market）以市场化指数衡量家族企业所处地区市场化发展水平和程度，该指数由王小鲁等

（2021）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和市场中介组

织的发育及法律制度环境五个方面反映该地区的正式制度环境（朱沆等，2016；严若森等，2019），该指数越高

意味着该地区外部制度环境越完善。

媒体监督（Media）则是参考贾兴平和刘益（2014）做法，通过新闻搜索引擎百度新闻对标题中含有该公司

股票名称的新闻报道进行分年度搜索，对公司的新闻报道条数数值加一后进行对数处理。当家族企业所面

临的舆论压力增强时，受公众监督会更多地考虑到家族外的各方利益相关者。

所在地区儒家文化（Conf）。参考 Ji et al（2021）文献，根据历史数据构建了一个儒家文化的代理变量。

儒家经典是县级、省级和国家级科举考试的必考内容（Bai 和 Jia，2016）。在国家、省和县级考试中获胜的考

生分别被称为进士、举人和秀才。科举考试吸引了很多人参与向上流动，从而使得儒家思想在中国广泛传

播。因此，考上科举的人数可以反映儒家思想在一个地区的影响力。清朝（1644—1911年）所有 112次进士

考试都有可获得的系统的数据（Bai和 Jia，2016）。根据居住地址将 26746名进士和 531名举人（每次考试的

前几名）划分到不同的省份。为了构建地区儒家文化指标，将各省的进士和举人的数量除以 1880年的人口

数据，构建了衡量儒家思想影响的指标。

4. 控制变量

参考已有文献，包括以下控制变量：企业年龄（Firm age），自然年份减去成立年份；政治联系（Pol-c），董

事长/总经理是否任职政治机构（是=1，否=0）；总资产净利润率（ROA）为净利润/总资产；外资持股比例（Qhp）
即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企业规模（Firm size），对总资产取对数；债务水平（Deb-l）是指资产负债

率，即总负债/总资产，以及年份（Year）和行业（Industry）并在回归模型中对上述三个调节变量予以控制

（Singal和 Gerde，2015；Neckebrouck et al，2018；陈凌和陈华丽，2014；徐细雄等，2020；朱丽娜和高皓，2020）。

四、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见表 1，家族所拥有的平均控制权在 44.28%水平，意味着上市的家族企业的家族涉入程度也保持着较高

水平，但其标准差高达 15.66，这意味着家族企业内部存在较大的特殊性和差异性，有必要对家族企业内部异

质性进行研究。此外，从被解释变量的平均水平来看，家族企业承担社区责任均值得分达到 4.323而员工责

任平均得分仅为两分，二者存在一定差距，说明家族企业在承担员工责任和社区责任之间存在差异，为研究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变量

（1）EMR
（2）CMR
（3）FC

（4）Market
（5）Media
（6）Conf

（7）Firm age
（8）Pol-c
（9）ROA
（10）Qhp

（11）Firm size
（12）Deb-l

平均值

2.001
4.323
44.281
8.655
2.877
0.888
15.305
0.352
0.049
0.296
21.65
0.381

标准差

2.308
3.668
15.662
1.683
1.141
0.421
5.812
0.478
0.057
2.997
1.076
0.448

（1）
1

0.104***
-0.040***
-0.027***
-0.013
0.063***
-0.029***
0.042***
0.070***
-0.006
0.166***
0.059***

（2）

1
0.080***
-0.045***
0.012
0.015
0.084***
0.037***
0.102***
0.003
0.164***
0.007

（3）

1
0.096***
0.01
0.116***
-0.105***
0.036***
0.226***
0.049***
-0.037***
-0.096***

（4）

1
0.166***
0.189***
0.149***
-0.104***
0.011
0.074***
0.082***
-0.027***

（5）

1
0.013
0.173***
-0.059***
0.055***
0.032***
0.246***
-0.015

（6）

1
-0.002
0.033***
0.043***
0.027***
0.003

-0.028***

（7）

1
-0.041***
-0.090***
0.032***
0.153***
0.096***

（8）

1
0.009
0.015
0.053***
0.007

（9）

1
0.009
0.001

-0.228***

（10）

1
-0.024**
-0.013

（11）

1
0.085***

（12）

1
注：***表示 p<0.01；**表示 p<0.05；*表示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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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控制与员工和社区责任之间的不同关系提供了数据支撑。另外，就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观察而

言，样本中的家族企业平均成立年限在 15年左右，35.2%的样本企业存在政治联系。就其财务数据而言，家

族企业平均 ROA仅为 4.9%，说明家族企业资产整体的盈利能力并不强，此外，其资产负债率平均值为 38.1%，

家族企业自身资源可较充分满足自身投融资需求，偿债能力较强。

在进行相关性分析之前，对各变量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中 VIF为 1.11，远低于 10，说明变量之间

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对变量进行 Pearson相关性分析，表中相关系数均低于 0.8，从侧面印证了并不存

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家族控制（FC）与员工责任（EMR）的相关系数为-0.040，并且在 1%的水平显著，这初步

证实了假设 H1a，即家族控制与员工责任之间显著负相关；此外，家族控制（FC）与社区责任（CMR）的相关系

数为 0.080，并且在 1%的水平显著，这初步证实了假设 H1b，即家族控制与社区责任之间显著正相关，即随着

家族控制权的提升，家族企业会选择承担更多外部社区责任，减少内部员工责任投入。

（二）回归结果分析

首先，见表 2模型 2结果及图 1和图 2，被解释变量员工责任（EMR）与解释变量（FC）显著负相关（p＜
0.01），证明家族控制与员工责任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与前面相关分析结果一致，为假设 H1a提供支撑，即随

着家族控制权的提升，员工责任投入水平降低。

其次，表 2模型 3显示家族控制与市场化程度的交乘项（FC×Market）为正（p＜0.01），说明市场化水平的

提升可以缓和家族控制对员工责任的负向影响，这种关系在图 1中得到了清晰的显示，如图 1虚线所示，在市

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家族控制与员工责任的负相关关系非常明显，随着家族企业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的提

高，家族企业人力资源供应条件得到改善，家族控制对员工责任的负向影响得到缓和，模型 3、模型 6及图 1
的结论支持验证假设H2a。

然后，表 2模型 4显示家族控制与媒体监督的交乘项（FC×Media）为正（p＜0.1），说明家族企业在面对充

分的媒体关注和监督下自身行为受到更多约束，媒体监督力度可以缓和家族控制与员工责任的负相关关系。

如图 2虚线所示，当家族企业所受媒体监督较弱时，家族控制与员工责任的负相关关系非常明显，随着家族

企业受到更多媒体关注和监督，家族控制对员工责任的负向影响得到缓和，模型 4及图 2的结论支持验证假

设H3a。
最后，据表 2模型 5结果所示，尽管家族控制与员工责任呈负相关关系，即 H1a得到支持，但遗憾的是家

族控制与儒家文化的交互项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儒家文化对于家族控制对员工责任的负向影响没有

显著的调节作用，假设H4a并未得到支持。

表 2 家族控制与员工责任的关系及制度因素调节

类别

Firm age

Pol-c

ROA

Qhp

Firm size

Deb-l

Market

Media

Conf

FC

FC×Market

FC×Media

FC×Conf

Year

Industry

Constant

Observations

R2

N

模型 1
-0.0182（0.086）
0.0330（0.075）
0.5840（0.532）
0.0075（0.010）
0.5045***（0.061）
0.4859***（0.131）
-0.3437***（0.062）
0.0613**（0.027）
0.0912（0.081）

控制

控制

-6.8579**（2.674）
8672
0.081
1715

模型 2
-0.0191（0.086）
0.0423（0.075）
0.7487（0.534）
0.0076（0.010）
0.4991***（0.061）
0.4888***（0.131）
-0.3551***（0.062）
0.0594**（0.027）
0.0922（0.081）

-0.0119***（0.004）

-5.8759**（2.689）
8672
0.082
1715

模型 3
-0.0289（0.086）
0.0428（0.075）
0.7338（0.534）
0.0073（0.010）
0.5101***（0.061）
0.4722***（0.131）
-0.3398***（0.062）
0.0596**（0.027）
0.0834（0.081）

-0.0100***（0.004）
0.0056***（0.002）

-6.5342**（2.693）
8672
0.084
1715

模型 4
-0.0220（0.086）
0.0411（0.075）
0.7685（0.534）
0.0075（0.010）
0.5006***（0.061）
0.4936***（0.131）
-0.3549***（0.062）
0.0696**（0.027）
0.0921（0.081）

-0.0113***（0.004）

0.0028*（0.001）

-5.9463**（2.689）
8672
0.083
1715

模型 5
-0.0207（0.086）
0.0439（0.075）
0.7616（0.534）
0.0077（0.010）
0.5013***（0.061）
0.4923***（0.131）
-0.3521***（0.062）
0.0592**（0.027）
0.0872（0.081）

-0.0118***（0.004）

-0.0051（0.005）

-5.9594**（2.691）
8672
0.082
1715

模型 6
-0.0320（0.086）
0.0440（0.075）
0.7614（0.534）
0.0073（0.010）
0.5130***（0.061）
0.4800***（0.131）
-0.3371***（0.062）
0.0655**（0.027）
0.0780（0.081）

-0.0096***（0.004）
0.0053***（0.002）
0.0016（0.002）
-0.0059（0.005）

-6.6381**（2.694）
8672
0.084
1715

注：***表示 p<0.01；**表示 p<0.05；*表示 p<0.1；括号内为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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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市场化程度对员工责任调节效应 图 2 媒体监督对员工责任的调节效应

同样地，表 3表示在控制变量后依次加入解释变量家族控制权及与市场化程度、媒体监督和地区儒家文

化水平交互项。首先，见表 3模型 2结果及图 3和图 4，被解释变量社区责任（CMR）与解释变量（FC）显著正

相关（p＜0.05），证明家族控制与社区责任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与前面相关分析结果一致，为假设 H1b提供支

撑，即随着家族控制权的提升，社区责任投入水平提升。

其次，表 3模型 3和模型 6显示家族控制与市场化程度的交乘项（FC×Market）为正（p＜0.1），表明市场化

程度可以强化家族控制与社区责任间的正相关关系，这种关系在图 3中得到了清晰的显示，在市场化程度较

低的地区，该直线倾斜程度较为平缓，随着家族企业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图 3实线变得陡峭，斜率显

著变大，即市场化程度的作用与家族成员追求认同感的正向作用相重叠，促使家族企业更愿意进行社区投

资，为假设H2b提供支持。

然而遗憾的是本文并未证实媒体监督对于家族控制与社区责任间的正向影响的推动，尽管表 3模型 4结
果显示家族控制与社区责任之间的确呈正相关关系，即 H1b得到支持，但该模型中家族控制与媒体监督的交

互项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媒体监督对于该正向影响没有显著的调节作用，H3b未得到支持。

最后，据表 3模型 5和模型 6结果所示，家族控制与儒家文化的交乘项（FC×Conf）为正（p＜0.05），表明家

族企业受当地儒家文化渲染熏陶后家族控制与社区责任的正向关系会更显著，如图 4所示，实线所示直线倾

斜程度更陡峭、斜率更大，即儒家文化会强化家族控制与社区责任的正相关关系，H4b得验证支持。

表 3 家族控制与社区责任的关系及制度因素调节

类别

Firm age
Pol-c
ROA
Qhp

Firm size
Deb-l
Market
Media
Conf
FC

FC×Market
FC×Media
FC×Conf
Year

Industry
Constant

Observations
R2

N

模型 1
-0.0960（0.138）
-0.0198（0.121）
2.0573**（0.858）
0.0210（0.016）
0.5572***（0.098）
-0.5869***（0.211）
-0.2860***（0.100）
-0.0441（0.043）
-0.1471（0.131）

控制

控制

-3.8948（4.315）
8672
0.035
1715

模型 2
-0.0950（0.138）
-0.0310（0.121）
1.8601**（0.862）
0.0208（0.016）
0.5637***（0.098）
-0.5903***（0.211）
-0.2723***（0.100）
-0.0419（0.043）
-0.1484（0.131）
0.0143**（0.006）

-5.0705（4.341）
8672
0.036
1715

模型 3
-0.1033（0.138）
-0.0305（0.121）
1.8474**（0.862）
0.0205（0.016）
0.5731***（0.098）
-0.6044***（0.211）
-0.2592**（0.101）
-0.0417（0.043）
-0.1559（0.131）
0.0159***（0.006）
0.0048*（0.002）

-5.6326（4.350）
8672
0.036
1715

模型 4
-0.0956（0.138）
-0.0312（0.121）
1.8640**（0.862）
0.0208（0.016）
0.5640***（0.098）
-0.5894***（0.211）
-0.2723***（0.100）
-0.0399（0.044）
-0.1484（0.131）
0.0144**（0.006）

0.0005（0.002）

-5.0843（4.341）
8672
0.036
1715

模型 5
-0.0892（0.138）
-0.0369（0.121）
1.8142**（0.862）
0.0204（0.016）
0.5557***（0.098）
-0.6028***（0.211）
-0.2827***（0.101）
-0.0412（0.043）
-0.1305（0.131）
0.0140**（0.006）

0.0181**（0.008）

-4.7743（4.341）
8672
0.037
1715

模型 6
-0.0970（0.138）
-0.0360（0.121）
1.8002**（0.862）
0.0202（0.016）
0.5649***（0.098）
-0.6168***（0.211）
-0.2697***（0.101）
-0.0428（0.044）
-0.1385（0.131）
0.0155***（0.006）
0.0046*（0.003）
-0.0005（0.002）
0.0174**（0.008）

-5.3194（4.351）
8672
0.037
1715

注：***表示 p<0.01；**表示 p<0.05；*表示 p<0.1；括号内为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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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市场化程度对社区责任调节效应 图 4 儒家文化对社区责任的调节效应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增强上述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通过替换变量衡量方式和缩小样本量的方法进行检验，此外，采

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进行了内生性检验。

本文使用实际控制人拥有上市公司所有权比例（FO）作为家族控制权的替代衡量方式（朱丽娜和高皓，

2020），带入原模型中进行检验，结果见表 4，模型 1~模型 3中家族所有权与员工责任相关系数均为负数（p＜
0.01），模型 4~模型 6家族所有权与社区责任相关系数均显著为正，支持 H1a和 H1b，同时市场化程度和媒体

监督可以缓冲家族所有权与员工责任的负相关关系、市场化程度与儒家文化可以强化家族所有权同社区责

任的正向关系，与以上回归分析结果一致。

表 4 家族所有权与员工、社区责任及制度因素的稳健性检验

类别

Firm age
Pol-c
ROA
Qhp

Firm size
Deb-l
Market
Media
Conf
FO

FO×Market
FO×Media
FO×Conf
Year

Industry
Constant
R2

N

员工责任

模型 1
-0.0289（0.086）
0.0428（0.075）
0.7338（0.534）
0.0073（0.010）
0.5101***（0.061）
0.4722***（0.131）
-0.3398***（0.062）
0.0596**（0.027）
0.0834（0.081）

-0.0100***（0.004）
0.0056***（0.002）

控制

控制

-6.5342**（2.693）
0.084
1715

模型 2
-0.0220（0.086）
0.0411（0.075）
0.7685（0.534）
0.0075（0.010）
0.5006***（0.061）
0.4936***（0.131）
-0.3549***（0.062）
0.0696**（0.027）
0.0921（0.081）

-0.0113***（0.004）

0.0028*（0.001）

-5.9463**（2.689）
0.083
1715

模型 3
-0.0207（0.086）
0.0439（0.075）
0.7616（0.534）
0.0077（0.010）
0.5013***（0.061）
0.4923***（0.131）
-0.3521***（0.062）
0.0592**（0.027）
0.0872（0.081）

-0.0118***（0.004）

-0.0051（0.005）

-5.9594**（2.691）
0.082
1715

社区责任

模型 4
-0.1033（0.138）
-0.0305（0.121）
1.8474**（0.862）
0.0205（0.016）
0.5731***（0.098）
-0.6044***（0.211）
-0.2592**（0.101）
-0.0417（0.043）
-0.1559（0.131）
0.0159***（0.006）
0.0048*（0.002）

-5.6326（4.350）
0.036
1715

模型 5
-0.0956（0.138）
-0.0312（0.121）
1.8640**（0.862）
0.0208（0.016）
0.5640***（0.098）
-0.5894***（0.211）
-0.2723***（0.100）
-0.0399（0.044）
-0.1484（0.131）
0.0144**（0.006）

0.0005（0.002）

-5.0843（4.341）
0.036
1715

模型 6
-0.0892（0.138）
-0.0369（0.121）
1.8142**（0.862）
0.0204（0.016）
0.5557***（0.098）
-0.6028***（0.211）
-0.2827***（0.101）
-0.0412（0.043）
-0.1305（0.131）
0.0140**（0.006）

0.0181**（0.008）

-4.7743（4.341）
0.037
1715

注：***表示 p<0.01；**表示 p<0.05；*表示 p<0.1；括号内为标准误。

此外，将家族企业定义范围缩小，以 20%为界对原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亦类似，市场化程度和媒

体监督可以缓和家族控制与员工责任的负相关关系并且市场化程度可以强化家族控制与社区责任的正向关

系，验证了H2a、H2b和H3a。
为了控制样本选择偏误影响本文结论，采用 Heckman两阶段模型进行进一步的稳健性测试，而这一过

程中需要用到工具变量，故先以滞后一期的家族控制权（L.FC）作为工具变量进行检验。在工具变量法第一

步中，豪斯曼检验结果显示 p值为 0.0005，则拒绝“所有变量均为外生变量”的原假设，说明使用工具变量的

必要性，而后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用家族控制的拟合值得到原方程模型的估计值，在满足相关性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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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滞后控制权仅仅通过影响家族控制来影响员工及社区责任，亦具有有效性。接下来采用 Heckman两阶

段模型进行检验。在第一阶段，在包含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的所有上市公司全样本（N=22267）中，通过

probit模型探讨企业是否进行员工及社区责任（D_employee即将关爱员工得分定义为 0/1变量进行探讨；

D_donation为公益捐赠金额得分，将之定义为 0/1变量）分别得到 IMR1（逆米尔斯比率）与 IMR2；在第二阶段：

将两个逆米尔斯比 IMR匹配到家族企业样本中并作为控制变量带入原模型中，回归结果见表 5，亦进一步支

持回归分析结论。

表 5 Heckman两阶段模型

类别

Firm age
Pol-c
ROA
Qhp

Firm size
Deb-l
Market
Media
Conf
IMR1/2
FC

FC×Market
FC×Media
FC×Conf
Year

Industry
Constant

员工责任

模型 1
0.0012（0.008）
-0.0074（0.067）
-0.0312（0.019）
0.0510**（0.022）
0.3242***（0.083）
0.2807**（0.123）
0.0114（0.026）
0.0592**（0.027）
0.3096***（0.078）
-0.4541**（0.208）
-0.0043*（0.002）
0.0040***（0.001）

控制

控制

-3.5344*（2.049）

模型 2
0.0018（0.008）
-0.0009（0.067）
-0.0315*（0.019）
0.0513**（0.022）
0.3224***（0.083）
0.2704**（0.123）
0.0051（0.026）
0.0709***（0.028）
0.3148***（0.078）
-0.4425**（0.208）
-0.0046**（0.002）

0.0046***（0.001）

-3.4724*（2.048）

模型 3
0.0021（0.008）
-0.0022（0.067）
-0.0314*（0.019）
0.0525**（0.022）
0.3121***（0.083）
0.2904**（0.123）
0.0052（0.026）
0.0575**（0.027）
0.3178***（0.078）
-0.4546**（0.208）
-0.0044*（0.002）

-0.0040（0.005）

-3.2198（2.049）

社区责任

模型 4
0.0361***（0.012）
-0.1118（0.102）
-0.0329（0.031）
0.0005（0.033）
0.0758（0.138）
-0.4746**（0.191）
0.0295（0.039）
-0.0903**（0.043）
-0.0897（0.120）
-1.3652***（0.350）
0.0219***（0.004）
0.0065***（0.002）

2.2676（3.469）

模型 5
0.0377***（0.012）
-0.1085（0.102）
-0.0335（0.031）
0.0026（0.033）
0.0559（0.138）
-0.4567**（0.191）
0.0179（0.039）
-0.0964**（0.043）
-0.0806（0.120）
-1.3637***（0.351）
0.0218***（0.004）

-0.0011（0.002）

2.7696（3.472）

模型 6
0.0377***（0.012）
-0.1156（0.102）
-0.0340（0.031）
0.0009（0.033）
0.0622（0.138）
-0.4663**（0.191）
0.0173（0.039）
-0.0933**（0.043）
-0.0893（0.121）
-1.3537***（0.351）
0.0217***（0.004）

0.0136*（0.007）

2.5849（3.470）
注：***表示 p<0.01；**表示 p<0.05；*表示 p<0.1；括号内为标准误。

五、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从其保存社会情感财富的非经济目标出发，分析家族控制与员工责任和社

会责任的不同关系，并探究不同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影响因素对于家族企业行为的影响。本研究结果

表明：①由于家族成员间存在强烈的“情感依恋”和“维持家族控制和影响”需求，随着家族控制权的提升家族

企业反而会减少内部员工责任投入，而出于获取认同感动机家族控制会带来更多的社区责任；②在市场化程

度较低的地区，家族企业依赖于自身资源以维持家族控制而不愿分散资源用以投入员工责任，家族控制权与

内部员工责任的负相关关系较为显著，随着家族企业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该负相关关系得到削弱；

③随着家族企业所处地区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家族企业获取了更充足的专业知识和组织资源并与各方利益

相关者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家族控制权与外部社区责任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强化；④当家族企业受到的媒体

监督较少时，家族成员之间的“情感依恋”带来的家族利他主义使之更关注于家族自身的利益而忽视非家族

员工的福利，家族控制权对内部员工责任的负效应较显著，随着媒体对于家族企业行为监督力度的加强，家

族控制权的负效应会被弱化；⑤当家族企业所处地区儒家文化水平较高时，家族企业的价值观更常受儒家文

化熏陶感染，更加懂得推己及人并以支持社区建设为己任，家族成员自身主动参与道德公益活动的愿望会更

强烈，家族控制权与外部社区责任的正相关关系会得到加强。

（二）研究创新
尽管过往对于家族企业研究不在少数，但仍有值得深究之处，参考以往研究文献，提出具体如下所言创

新之处：

（1）多个维度的结合探讨。一是在于将两种类型的社会责任对象进行对比，对社会责任的多维性进行了

分析；二则是不同于以往文献对于家族企业和其他类型组织的行为差异，本文更关注于家族企业群体内部性

质的差异性；三则指的是对 SEW研究视角的多个维度对不同的行为逻辑分析。本文从社会情感财富视角切

入并结合其在具体员工责任和社区责任具体不同维度的差异化影响进行理论分析，研究不同的家族企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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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方面的社会责任表现方面存在何种区别，综合社会情感财富的多维性与动态性为家族企业异质性及社

会责任多维性进行研究。

（2）多个层次的制度因素分析。一是在正式制度层面，设置市场化程度作为规制方面的制度压力进行考

量；二是在非正式制度层面，分别选取媒体监督与儒家文化作为规范和文化因素两个不同方面的制度因素进

行分析。对家族企业如何在不同的制度情境下应对制度压力以扩展对家族企业如何在多元化制度环境中运

营的认识，从市场化程度、媒体监督和地区儒家文化水平三个方面作为社会层面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规

制、规范和认知因素对于家族层面的行为和结果影响进行分析探讨，从多角度认识制度背景在家族企业研究

中的重要性。

（三）管理启示
本文发现随着家族控制权的提升，家族企业提高外部社区责任的同时却在减少内部员工责任的投入，并

未对所有利益相关者一视同仁，这说明不宜片面关注其正面形象，亦应意识到家族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存在局

限性，通过实证数据结果指出了家族企业在践行社会责任过程之中的忽视之处，呼吁其增加对于员工诉求的

关注。此外，研究结果揭示了不同层面的制度情境因素对于家族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不同影响，市场化程度

作为正式制度的代理变量可以产生强大的制度压力，在约束家族企业非责任行为和激励责任行为均可发挥

作用，而媒体监督可以约束家族企业对内部员工的负面行为，儒家文化激发对外的仁爱之心。不同的制度可

以发挥不同的引导作用，为家族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增强外部制度约束与文化引导。

（四）研究不足与未来研究方向
一方面，社会情感财富测量局限性，主要从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的前因及动机进行探讨，然而，具体通过什

么方式去形成各个维度的关系暂未进行研究，家族的非经济收益和社会情感财富的损耗亦难以衡量的，社会

情感财富结构的测量性质尚未在家族企业文献中得到具体定义（陈凌和陈华丽，2014；朱沆等，2016；
Brigham，2019）；另一方面，研究的员工责任并未区分员工类型，未来研究可以探讨家族企业对于家族员工和

非家族员工的责任承担是否会有区别，从而对家族利他主义进行进一步验证，也可以对家族企业在其他维度

的社会责任参与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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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Family Control，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Selective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Responsibility

Liu Yuhuan，Wang Yanghu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Chengdu 610031）

Abstract：Based on the data of listed family firms in China from 2010 to 2019，it was studied how family firms choose to treat
stakeholders，and it was focused on how selective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family firms will change under different
institutional pressur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with the promotion of family control，family firms will choose to undertake more external
community responsibilities and reduce internal employee responsibility investment. In addition，different institutional pressures have
different restraining effects on family firms’social responsibility behaviors. Specifically，the improvement of marketization degree can
not only weaken the negative impact of family control on employees’responsibility，but also strengthen its positive impact on
community responsibility. Media supervision and Confucian culture are informal institutional pressures. The former mainly monitors the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family control and employee responsibility through restraint，while the latter strengthens the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family control and community responsibility through encouragement and edification.
Keywords：family firms；social emotional wealth；employee responsibility；community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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